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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大数据挖掘、核密度与缓冲区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等技术，以携程网上提取的 21108家经济

型与星级酒店为样本，以湖南 14市州为研究区域，实证分析改革开放 40年来湖南酒店业的时空演变特征、主要影

响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①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发展时序不均衡，呈现由 2007 年以前的缓慢增长向 2011

年开始的高速增长的演化格局；②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分布整体呈现由单核集聚走向寡头集聚、由片状集聚

走向点状集聚的演化格局，交通便利度、高等级旅游资源禀赋、商业繁华度、高校的分布等是其主要影响因素；③

改革开放 40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模式由以传统的“交通枢纽型”“商圈依赖型”为主演变为以“高

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高校依赖型”为主，且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强度与城市商圈的多寡呈负相关，经济型酒店

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星级酒店；④湖南酒店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市州间呈现联合显著性差

异。最后，文章针对湖南酒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信息的实时监控与公布、旅游营销、交通便捷度优化

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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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是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也是城市地域中重要的物质要素，因此酒店业的时空结构演化规律和区位选择规律

成为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的传统与热点命题
［1］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虽然包括酒店业在内的住宿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

位不断凸显。然而其地域性与结构性矛盾依然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了酒店业收益的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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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简称“一带一部”）的湖南，正承载着由旅

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迈进和推进酒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使命，这势必要求明晰湖南酒店业的时空演变特征、规

律及其影响因素，为湖南酒店业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1 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基于“商业区位论”开展酒店空间布局研究始于 1980 年代，相关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过程［2-3］：1980 年代以定

性描述为主要方法的经验研究；1990年代以数理模型等为主要手段的定量研究；21世纪多以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角度

多学科交叉法为主的综合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酒店业空间分布特征与扩散过程、酒店业选址的影响因素、空间分布模型

与影响机制等方面。萌芽阶段的代表性研究认为，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生态环境
［4］

、交通集散地和商业发达区
［5］

分别是美国与加

拿大酒店业扩张的热点区域。继 Ritter 提出交通导向型的酒店空间分布模式［6］后，Ashworth 和 Tunbridge 提出了历史旅游城

市酒店分布的空间模型［7］，开创了将酒店业空间分布的经验研究上升为理论的先河并得到了后续研究的实证与推进［8］。进入 21

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学科的特点，研究对象也转向了酒店业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或城市［9-10］，研究视角亦趋

于多元化，不仅从决策者角度，还从旅游者视角进行了探索［11-12］。后续研究更是从正外部性探讨了酒店业的空间分布机理［13-14］。

国内相关研究则出现在酒店业高速发展的近 10年
［1］
。研究区域上涵盖全国、省域、城市（群）等多重尺度。研究方法上计量手

段和方法日益复杂，由单纯的传统统计方法向综合使用计量模型和 GIS 空间分析技术转变。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酒店业的时空

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15-25］、集聚与扩散［26-27］、特殊事件对酒店业空间结构影响等方面［28-30］。最近，有学者指出了我国酒店业的

演化规律与西方国家酒店业的演化规律存在显著差异，呈现本土特征的演化过程［31］。 

不难发现，纵使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手段和研究案例不断丰富，却无法掩饰研究本身的老化，研究者似乎不断重复验证已有

的、共识性的结论。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不足：①研究逻辑上，虽然大部分研究遵循了描述现象、解释成因的基本逻辑，但忽

略了对酒店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的本土化成因分析。②研究数据上，既有研究采用的酒店数据多源于实地考察或官方统计数

据，在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上存在一定的缺失，且各酒店属性数据（特别是开业时间、经纬度）难以获取则制约了精度较高

的酒店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③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考察星级酒店，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经济型酒店

时空动态演变过程的同步考察和比较，削弱了酒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需信息的完整性。 

随着网络预订的普及，大量酒店将自身属性数据主动披露在网络预订平台，因而形成了海量的酒店经营主体公开数据，而

网络信息抓取与电子地图导航等技术的应用，则使得不同空间单元各类物质要素通过 POI 数据形式加以收集整理储存。上述数

据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因此，本文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支持下，实现精度较高、时序较长的省域星级酒店和经济型酒店

的时空演化比较研究，并尝试从本土化视角探析其成因，以期动态展示湖南酒店空间分布的过去和现在，并进一步为湖南酒店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借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区域为湖南省省域，总面积 21.18 万 km2，包括 13 个地级市和 1 个自治州。作为中部六省之一的湖南，是东部沿

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的结合部（简称“一带一部”）。湖南酒店业发展历史较长、

成长速度快，适宜做空间结构的演化分析。特别是湖南承载着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转变、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双

重使命，在此背景下分析改革开放 40年来湖南酒店业的时空动态演变与影响因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1数据来源 

因酒店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实践及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我国部分酒店企业萌生“不评星”“转换星级”甚至“脱星”倾向，

加上部分酒店企业存在“倒闭”的可能，而官方正式统计报告数据在时间上的滞后性来不及反映这些变化，共同使得现有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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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星级、数量等属性的官方统计数据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偏差。为了确保研究数据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或渐进一致性，湖

南酒店名录及其属性数据（包括酒店名称、类型、开业时间等）利用网页信息抓取程序 Python3.6从携程网（www.ctrip.com）

的酒店查询结果和子页面详细信息获取，共获取到 21108家酒店的属性信息。其中，星级酒店 1693家，经济型酒店 19145家
①2
。

酒店地理位置信息（经纬度坐标）利用百度地图批量查阅。底图数据中，湖南省行政区划空间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的 1∶400 万全要素基础数据；湖泊、河流以及交通干线空间数据来源于 ArcGIS Online 提供的最新矢量化成果。湖南 14 市

州的主要交通枢纽的名称通过“12306”官网获取，湖南 14市州主要商圈、主要高校名称通过百度地图获取，湖南 14市州的主

要景区点根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 A级景区名录整理获取。 

2.2研究方法 

2.2.1核密度分析 

使用核密度分析法可视化湖南星级酒店和经济型酒店的空间演变特征。核密度分析是从数据样本出发，将数据转化为点状

要素进行空间分布可视化表达的一种分析方法。核密度分析的结果可以反映样本在研究区域内的集聚程度与分散情况。核密度

分析具有连续性，且具有不受选取区间长度影响的优势，通过赋予各要素不同的权重，能够准确将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进行可

视化［32］。因此引入核密度估计法，先利用 ArcGIS软件提供的 Jenks自然断裂点法将所有连续变量聚为 5类，并将各变量绝对值

转化为分类值，即可得到湖南省星级酒店与经济型酒店在不同年份的分布情况。核密度分析法的基本形式如式（1）： 

 

式中：f(x)为由样本点估计得到的 f在 x处的值；（x-xi）为估计点到样本点 xi的距离；h为带宽；K（z）为核函数。ArcGIS

软件中采用高斯核函数，其基本表达式如式（2）： 

 

2.2.2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分析法是一个生成单个或多个区域的过程，它通过预先选择的地理要素，用一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将选择的要素进行

空间扩散，它能有效测度缓冲区域内某要素的集聚程度。从数学角度来思考，缓冲区分析就是为特定的空间要素获取邻域的过

程，邻域面积的大小由邻域半径决定。因此，给定一个对象 C，缓冲区分析公式为［33］： 

 

式中：d指酒店与给定的对象 C之间的距离；r为邻域半径。 

                                                        
2
①本文所指星级酒店和经济型酒店按照携程网的划分标准：二星级及以下视为经济型酒店，三星级及以上视为星级酒店。本文

参照携程网的标准，将携程网上未评星的五钻（豪华）、四钻（高档）、三钻（舒适）视为星级酒店，将二钻（经济）视为经济

型酒店。酒店属性数据提取时间为 2019年 4月 12-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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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独立样本 T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影响湖南酒店业空间分布因素在市州间的差异性，运用 SPSS22.0 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工具，对湖南 14 个市

州间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进行两两比较。其基本思路为：先构造两个相互独立的总体 N(μ)x,σ2x和 N(μ)y,σ2y，在原假设(μ)x=

μy成立的条件下独立样本 T检验使用 t统计量，t统计量的公式为［34］： 

 

式中:n表示样本数；μ表示样本均值；S表示样本标准差。 

3 结果分析 

3.1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时间演变 

3.1.1湖南经济型酒店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经济型酒店经历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整体来看，湖南经济型酒店的数量从 1989 年的 15

家增加到 2019年的 15908家，发展态势良好，但不同时段酒店数量的增长差距显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阶段（1997—2006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并将发展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在各方面的影响和支持下，湖南省旅游业蓬勃发展，酒店业开始走上正轨，星级酒店已经无法完全满足游客的需求，

经济型酒店开始萌芽。 

第二阶段为初步发展阶段（2007—2010 年）。从 2007 年开始，随着住宿业整体的发展，经济型酒店开始兴起，经营者一边

探索一边扩大规模，逐渐出现了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现象。这一阶段湖南经济型酒店开始稳步增长，但增长速度仍然比较缓慢。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11 年至今）。从 2011 年开始，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湖南省接待游客数量日渐增加，中

等收入消费者开始成为酒店业的主要消费群体，由星级酒店占据主导地位的酒店业供给市场结构，已经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的

住宿需求。在此情况下，经济型酒店因为价格优势逐渐成为大部分人出行的首选，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持续至今（图 1）。 

3.1.2湖南星级酒店发展历程 

湖南星级酒店整体上呈现与经济型酒店发展相一致的稳步扩张特征，但星级酒店稳步发展的时间要早于经济型酒店约 3～4

年。其发展历程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探索和参与阶段（1997—2002 年）。1990 年代后，伴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现代旅游业开始发展，入

境游客增加，原有的涉外酒店的接待能力已不能满足外国游客需求。1988 年，国家旅游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涉外饭

店星级标准》，从此，我国酒店进入标准化发展阶段，但发展速度极为缓慢，酒店数量较少。 

第二阶段为稳步发展阶段（2003—2010 年）。从 2003 年开始，湖南星级酒店的发展慢慢步入正轨，随着湖南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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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提高，星级酒店的投资规模开始变大，经营主体逐渐多元化，酒店的服务功能也开始呈现多样化，星级酒店数量开始不

断增长。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随着湖南旅游业的高速发展，2011年湖南星级酒店突破 200家，增速大幅提升。

目前湖南星级酒店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受到经济型酒店的冲击，星级酒店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市场优势。根据湖南省旅游

饭店协会统计，2019年湖南省部分星级酒店 1～6 月客房平均出租率为 56.26%，较 2018 年月同期下降了 2.67%，部分地区星级

酒店已经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图 1）。 

 

3.2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演变 

3.2.1湖南经济型酒店空间演变与集聚特征 

为了考察湖南经济型酒店的空间演变特征和趋势，对湖南省 1979—2019年经济型酒店的 POI数据进行整理，选取其中 4个

时点（2001、2007、2013、2019 年），用 ArcGIS10.2 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湖南经济型酒店的空间

分布变化图（图 2）。从图中可以看出，湖南经济型酒店空间分布呈现以长沙为“核心集聚区”、除长沙以外的其他市州间集聚差

异逐步缩小的空间演化格局。 

 

具体而言，2001 年湖南酒店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型酒店分布的整体密度小，呈现“单核集聚”的片状分布格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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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张家界、湘西州、怀化、邵阳、衡阳、郴州等几个副集聚区，此时，永州未出现明显的集聚特征。到 2007年，随着现代旅

游业的发展，湖南各地区经济型酒店数量明显上升，酒店分布开始从核心向边缘扩散，出现了点状（郴州、永州）、片状①、带

状
②3
共存的分布格局。湘西州、衡阳、郴州 3个城市由于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形成了仅次于长沙的亚集聚区，此时永州亦有了明

显的集聚特征。 

到 2013 年，经济型酒店呈现以长沙为核心集聚区的点状分布格局，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原有的 3 个亚集聚区演变为了 1

个（湘西州凤凰县），除长沙以外的各市州间的集聚程度在逐步缩小。到 2019年，经济型酒店在市州间的集聚差异进一步缩小，

长沙依然是核心集聚区的点状分布格局十分明显，但此时张家界已反超湘西州（主要是凤凰县），演变为仅次于长沙的亚集聚区。

张家界经济型酒店集聚程度反超湘西州凤凰县这一点，至少可以这样理解：投资者选择在张家界投资经济型酒店具有更大的潜

力，因为毕竟张家界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禀赋。此外，凤凰古城景区虽然知名度同样很高，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周边经济型酒

店已接近饱和，其空间集聚程度已达上限。 

3.2.2湖南星级酒店空间演变与集聚特征 

为了进一步考察湖南星级酒店的空间演变特征和趋势，运用同样的方法对四个时点数据（2001、2007、2013、2019 年）进

行可视化处理发现：2007 年之前，在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度和高等级旅游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湖南星级酒店呈

现“单核”集聚特征，并在张家界、怀化、邵阳、湘潭和衡阳出现了小型集聚，而益阳、常德、永州、郴州、湘西州未呈现明

显的空间集聚。随着交通可进入性的改善，以及在空间溢出效应等的共同作用下，自 2007年开始湖南星级酒店的分布首先由长

沙向其毗邻城市扩散，然后沿京广铁路沿线城市纵向扩散，并形成了以长沙为核心集聚区，以张家界、凤凰、郴州为副集聚区

的空间分布格局。到 2019年，湖南星级酒店的空间分布由原来的 3个副集聚区演变为具有高等级旅游资源禀赋的 2个副集聚区

（张家界、凤凰）的空间分布格局（图 3）。 

 

4 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时空演变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一致认为，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区域星级酒店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15，35-36］。区域交通可进入性或交通便捷度

（交通枢纽或节点）、商业中心虽然被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影响星级酒店与经济型酒店空间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但也有不少研究

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6，35-38］

，而政策因素对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在既有研究中较少提及，可能原因是政策因素对酒店业的影

响可能更多的在于影响酒店的结构。鉴于此，本文重点选取既有研究对酒店空间布局影响达成一致观点的旅游资源禀赋，以及

尚存在一定分歧的交通、商业，以及研究者最近指出的高校［33］等 4 个主要因素，展开其对湖南 14 市州经济型和星级酒店空间

布局影响的缓冲分析，并对这些影响因素在湖南 14市州间的差异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 

                                                        
3①2007年湖南经济型酒店的片状分布表现为：以长沙为核心的中部片、以郴州为核心的南部片、以湘西（北）为核心的西部片。 

②2007年湖南经济型酒店的带状分布表现为：从怀化、湘西州一直延伸到湘西北的张家界和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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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①交通因素。交通便利度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住宿选择的重要因素
［5-6］

。便利的交通条件通常能够为顾客节省出行成本，提高

酒店客流量和入住率。影响酒店布局的交通通常包括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对外交通包括机场、火车站、高铁站等，对内交通

主要由城市干道、公交车站以及地铁站组成。其中火车站、高铁站的人流量相对较大，那么交通条件是否对湖南酒店业的空间

分布产生某种影响并因此而形成“交通枢纽型空间集聚”，以及这种空间集聚是否存在交通枢纽之间的差异呢？为此以湖南 14

市州主要交通枢纽为样点数据，利用 GIS缓冲区分析工具对 14市州主要交通枢纽进行缓冲分析，分别选取 3km和 4km为缓冲半

径，最终通过反复试验选取 3km 为缓冲半径，并统计和计算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星级酒店数量及其在城市城区相应类型酒店

数量中的比重。在湖南 14 市州火车站枢纽中，有 12 个城市火车站 3km 范围内经济型酒店比重超过 15%，11 个城市火车站 3km

范围内星级酒店比重超过 15%，然而在 14 市州高铁枢纽中仅有个别高铁枢纽（邵阳北、岳阳东）3km 范围内呈现出了明显的经

济型与星级酒店的空间集聚特征。这初步表明：火车站是目前湖南酒店业的高集聚区，而高铁站目前并非湖南酒店业的高集聚

区。其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城市高铁站建成时间相对于火车站建成时间要晚，以及高铁站通常距离城区较远。 

②旅游资源禀赋因素。包括酒店业在内的住宿业是旅游业的核心产业之一，在旅游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来游

客在酒店的服务对象中占据十分大的比例，而高等级旅游资源对游客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也会驱使酒店在高等级旅游资源（景区）

周边布局。湖南西部地区交通区位与经济发展优势相对不明显，但其拥有的高级别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可能带动酒店业的

发展，并可能形成“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空间集聚”。为此，本文选取湖南 14 市州的主要高等级且热门景点为样点数据，经

过反复试验，将缓冲半径确定为 4km，并统计和计算了样点数据 4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和星级酒店数量及其在城市相应类型酒

店数量中的比重。在景区点样本中，有湖南省博物馆、天心阁等多个景区点 4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与星级酒店比重均超过 15%，

这表明湖南酒店业同样存在“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观察发现，湖南酒店业的空间集聚并非简单地依

赖高等级旅游资源，还取决于该高等级旅游资源是否位于人流量大的空间区域。娄底曾国藩故里、紫鹊界梯田景区和邵阳新宁

崀山旅游区，其资源级别不可谓不高，但可能因为其地理位置相对较偏，致使其周边并未形成相对较大的酒店空间集聚。 

③商业因素。城市商圈是一个城市中的功能集聚区，其辐射范围广，在城市布局中占据重要的中心地位。商业中心一般是

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区域。既有研究指出，是否有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的分布对我国星级酒

店的集聚产生重要影响［35-38］，然而这些研究结论大多基于单个城市样本而得出，其普适性可能有待商榷，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

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商业因素对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是否存在城市间异质性的考察。鉴于此，本文基于百度地图

探测到的 14 市州的主要商圈作为样点数据，运用 GIS 缓冲区分析工具，经过反复试验，将缓冲区半径确定为 3km，并统计和计

算了样点数据 3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和星级酒店数量及其在城市城区相应类型酒店数量中的比重，以进一步验证湖南 14市州

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是否存在“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 

从经济型酒店的商圈集聚特征来看，娄底火车站广场商圈经济型酒店表现出了最强的“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该商

圈 3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数的比重高达 96.17%）。其中，5个商圈 3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

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量的比重超过了 80%（岳阳市步步高广场商圈、娄底市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商圈、娄底市娄星广场商

圈、娄底市火车站广场商圈和益阳市万达广场商圈），27个商圈 3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量的比

重超过了 40%，除湘西州经济开发区商圈外，其余商圈 3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量的比重亦均在

20%以上。进一步考察湖南经济型酒店“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的强度排序①4可以看出，湖南经济型酒店的“商圈依赖型空间集

聚”存在明显的市州异质性。由此看出，湖南经济型酒店空间分布不仅呈“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而且市州间的异质性亦十分

明显。 

                                                        
4
①按照城市某商圈 3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量的比重最大值进行排序，排序结果为：娄底

（96.17%）、益阳（84.02%）、岳阳（83.70%）、衡阳（76.26%）、怀化（74.66%）、郴州（67.54%）、常德（67.50%）、永州（57.89%）、

张家界（57.40%）、邵阳（56.38%）、株洲（55.75%）、长沙（49.81%）、湘潭（41.27%）、湘西州（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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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星级酒店的商圈集聚特征来看，张家界时代广场商圈表现出最强的“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该商圈 3km 缓冲区内

星级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星级酒店总数的比重高达 83.16%）。其中，3km缓冲区内星级酒店数量占该城市星级酒店总数的比重

超过 40%的商圈数达 24 个，长沙市的 4个主要商圈中，虽然单一商圈 3km缓冲区内星级酒店数量占该城市星级酒店总数的比重

不足 30%，但两个商圈（五一广场、劳动广场）加总后这一比例亦超过了 40%。这表明湖南 14 市州星级酒店同样呈现出“商圈

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考察湖南星级酒店“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的强度排序①可以看出，湖南星级酒店的“商圈依赖

型空间集聚”亦存在显著的市州异质性。 

上述分析表明，不论是经济型还是星级酒店，湖南 14市州均呈现“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但这种空间集聚在不同市

州间并非均质，而是表现出市州间的差异性。导致这一特征的原因可能来自商圈数量的影响，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如长沙）

往往拥有更多的商圈，这种相对较多的商圈，使各类型酒店的选址和布局有了更多的选择，进而使得该城市商圈周边酒店的集

聚度相对没那么强（并非商圈周边酒店的绝对数少）。因此，商业因素对湖南经济型和星级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主要来自商圈

数量的多寡。商圈数量相对越多，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越低；反之，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越高。 

④高校因素。最近的研究指出，城区酒店有向高等院校附近集聚的趋向［39］，但该研究以单个城市为样本，并且未进一步考

察这种集聚趋向是否存在酒店类型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以湖南 14市州主要高等院校（以下称高校）为样点数据，运用

GIS缓冲分析工具，经过反复试验，将缓冲半径定为 2km，并统计和计算样点数据缓冲区内经济型和星级酒店数量及其在城市城

区相应类型酒店数量中的比重。从经济型酒店的缓冲分析结果来看，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 2km 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

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数的比重高达 93.99%，呈现出最强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外，呈现经济型酒店高度空间集聚②的高校还有张家

界市广播电视大学（83.98%）、娄底职业技术学院（60.11%）等 4 所高校；吉首大学师范学院（49.78%）、南华大学（48.86%）

等 9 所高校呈现出了较高的经济型酒店空间集聚；湖南财经工业职业学院（19.63%）、湖南工程学院主校区（19.37%）等 15 所

高校为中度经济型酒店空间集聚；衡阳工业职工大学（8.22%）、潇湘职业学院（8.20%）等 43所高校为弱经济型酒店空间集聚；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湖南潇湘技师学院 2所高校 2km缓冲区内未见经济型酒店布局。 

从星级酒店的缓冲分析结果来看，湖南医药学院（50.00%）呈现了相对最高的星级酒店空间集聚特征③5，此外，娄底职业技

术学院（44.74%）、吉首大学老校区（39.13%）等 6 所高校亦呈现出星级酒店的高度空间集聚。吉首大学新校区（26.09%）、湘

西职业技术学院（26.09%）等 7所高校呈现出了较高的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永州职业技术学院（17.65%）、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17.39%）等 8 所高校为中度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潇湘职业学院（7.89%）、湖南文理学院西校区（7.69%）等 31 所高校则为

星级酒店弱空间集聚；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湖南潇湘技师学院等 21所高校未呈现星级酒店的空间集聚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确实存在明显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然而这种空间集聚存在酒店档次类

型和不同高校之间的异质性，前者主要表现为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星级酒店、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

型空间集聚范围要广于星级酒店，后者主要表现为高校本身地理位置与商业中心相互叠加的高校，围绕这种高校的酒店空间集

聚程度要强于围绕地理位置较偏而形成的酒店空间集聚程度。造成上述异质性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坐落于城

市中心区域的高校，往往容易形成商业与高校的市场叠加效应；而位置相对较偏远的高校则难以获得商业与高校的市场叠加效

应。另一方面，星级酒店的核心目标客源市场并非高校大学生而是商务人士，该类型酒店在选址时首先考虑的是商业因素；反

之，经济型酒店往往将大学生视为核心目标客源市场之一，因此在选址时即便不能获得商业因素与高校的市场叠加效应，也会

                                                        
5
①按照城市某商圈 3 km缓冲区内星级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星级酒店总量的比重最大值进行排序，排序结果为：株洲（85.25%）、

张家界（83.16%）、怀化（79.17%）、郴州（74.07%）、益阳（73.91%）、湘潭（55.56%）、娄底（52.63%）、岳阳（51.43%）、常德

（51.28%）、邵阳（50.00%）、衡阳（45.31%）、永州（41.18%）、湘西州（30.43%）、长沙（28.87%）。 

②按照高校 2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数比重的分布情况，将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分为以下五种

情况：高空间集聚（比重值在 50%及以上）、较高空间集聚（比重值在［20%，50%））、中度空间集聚（比重值在［10%，20%））、

弱空间集聚（比重值在（0，10%））、无空间集聚（比重值为 0）。 

③按照高校 2 km缓冲区内星级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星级酒店总数比重的分布情况，将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分为以下五种情况：

高空间集聚（比重值在 30%及以上）、较高空间集聚（比重值在［20%，30%））、中度空间集聚（比重值在［10%，20%））、弱空间

集聚（比重值在［0.2%，10%））、无空间集聚（比重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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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求其次地在高校周边布局。 

4.2主要影响因素在市州间差异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上述缓冲区分析已初步表明，交通、旅游资源禀赋、商业和高校因素对湖南酒店空间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该分析无

法直观说明这些影响在各市州间的差异性。为此，进一步运用 SPSS22.0软件的独立样本 T检验工具，检验交通、旅游资源禀赋、

商业和高校因素对湖南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在 14 个市州间差异的联合显著性。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的基本原理，首先将 14 个

市州进行两两组队，根据组合公式（从 14 个元素中取 2 个）生成了 91 组城市，然后分别对每组城市的经济型和星级酒店比重

进行差异性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双尾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在 91组城市中，24组城市之间的差异性通过了联合显著性检验。从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比

重的组间联合显著性来看，株洲市经济型酒店比重均值为 32.4950，与永州（均值 8.5500）、湘潭（均值 17.5850）、常德（均值

18.1575）、邵阳（均值 10.1875）、怀化（均值 20.0000）、岳阳（均值 16.2600）、郴州（均值 8.9675）、衡阳（均值 21.6755）

等 8个城市存在显著性差异，组间联合显著性检验的 P值分别为：0.004、0.012、0.068、0.005、0.086、0.016、0.003、0.070，

其中尤以永州、郴州与株洲的差异最为显著（t统计量的 P值分别为 0.004、0.003）。此外，永州（均值 8.5500）与湘潭（均值

17.5850）、衡阳（均值 21.6755）组间联合显著性检验的 P值分别为 0.065、0.032，衡阳（均值 21.6755）与邵阳（均值 10.1875）、

郴州（均值 8.9675）组间联合显著性检验的 P值分别为 0.047、0.025。 

从缓冲区内星级酒店比重的组间联合显著性来看，株洲（均值 30.5875）与永州（均值 5.3225）、张家界（均值 11.74）、常

德（均值 16.0075）、益阳（均值 16.8500）、邵阳（均值 11.4050）、郴州（均值 9.5800）等 6 个城市之间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P

值分别为 0.000、0.016、0.023、0.031、0.010、0.009，表明至少在 5%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差异。此外，永州（均值 5.3225）

与娄底（均值 33.1400）、湘潭（均值 19.1650）、益阳（均值 16.8500）、常德（均值 16.0075）、衡阳（均值 24.2900）等 5个城

市之间的联合显著性差异检验 P 值分别为 0.049、0.078、0.043、0.052、0.023、0.046，表明至少在 10%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性

差异。 

由上不难看出，在四大影响因素构成的缓冲区内，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比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株洲（缓冲区内酒店比重相对

较高）、永州（缓冲区内酒店比重相对较低）与其他地级市之间。造成这一差异特征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无论从主要景区点，还

是从商业和高校缓冲区内的酒店比重来看，永州市都明显低于其他市州。而潜藏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是永州的旅游资源与

产品宣传尚不到位，以及永州主要旅游景区点与主要交通枢纽之间的接驳交通尚不便捷等，直接影响了永州市接待游客量的存

量和增量，进而导致酒店投资者在选址时较多地考虑了其他地市。 

郴州、益阳、湘潭等城市同样面临着类似于永州市的问题。如果这些城市不尽快提升主要景区点与主要交通枢纽之间的交

通便捷度，并进行富有成效的旅游营销，未来这种差距可能会更大，这些城市将很有可能被拥有着世界级旅游资源禀赋的张家

界反超，进而影响城市酒店业乃至整个旅游业的发展。 

5 结论 

①改革开放 40 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发展时序不均衡。具体而言，湖南酒店业呈现由 2007 年以前的缓慢增长向 2011

年开始的高速增长转变的演化格局。这一时序特征与全国酒店业的时间演变格局基本一致。 

②改革开放 40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整体由单核集聚走向寡头集聚、片状集聚走向点状集聚。2007年以前，经济型与

星级酒店主要向省会城市长沙集聚，此时即便是旅游资源禀赋较高的张家界、湘西州都未出现明显的集聚特征。2007 年之后，

在周边城市交通可进入性的提升、高校与城市经济发展等共同因素的作用下，以长沙为单一核心的集聚逐步转变为以长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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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界、湘西州、郴州为共同核心的寡头集聚。到 2019 年，四寡头集聚演变为三寡头集聚（长沙、张家界、湘西州），郴州从高

集聚区梯队中退出，永州、怀化、邵阳、娄底、益阳、常德、岳阳等 7 个城市的集聚程度有所下降。此外，在研究期内，湖南

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整体由片状集聚走向点状集聚。上述演变特征是交通、商业、旅游资源禀赋、高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③改革开放 40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模式在不同时期呈现主次之分。商圈依赖型、交通枢纽依赖型、高等级

旅游资源依赖型与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一度是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的主要空间集聚模式。21 世纪以前主要表现为以商圈依

赖型与交通枢纽依赖型为主的空间集聚模式，而 21 世纪特别是 2007 年以后，主要表现为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和高校依赖型

为主的空间集聚模式。这种集聚模式的变化主要与“旅游已成为当代人们生活必需品”“旅游已成为人们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指标

之一”“当代大学生群体消费能力增强”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 

④影响湖南酒店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在市州间差异显著。四大主要影响因素（交通因素、商业因素、旅游资源禀赋因素和

高校因素）在市州间差异的联合显著性表明，长株潭与湘西州、张家界、岳阳之间并未呈现显著差异，而永州（相对较低的集

聚度）、株洲（相对较高的集聚度）与除长沙、张家界、湘西州之外的其他城市之间差异显著。背后潜藏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是：

首先，虽然包括永州在内的诸多城市旅游资源禀赋并不低，但产品宣传可能不到位，导致“旅游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直接影

响了该城市游客的存量和增量。其次，部分城市（特别是永州）有待提升的交通便捷度制约了游客的可进入性。例如，虽然永

州已开通高铁，但永州高铁站距离永州两个 4A 级景区（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嶷山国家森林公园）相对较远①6，且无地铁、

轻轨或高速公路衔接。在上述短板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导致酒店投资者在选址时较多地考虑了其他地市（如长沙和张家界）。此外，

湘西州凤凰古城景区周边经济型酒店已趋于饱和，应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⑤高校对湖南 14市州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存在酒店档次类型和高校之间的异质性。湖南酒店业围绕高校集聚，已成为酒店

围绕交通枢纽、商业中心、高等级旅游资源集聚之后的又一新特征。然而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在湖南并非均质而是存在不同酒

店档次类型和高校之间的异质性，且主要表现为湖南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星级酒店、经济型酒店的高

校依赖型空间集聚范围要广于星级酒店、围绕在地理位置上与商业中心相叠加的高校而形成的酒店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围绕地

理位置较偏而形成的酒店空间集聚程度。造成上述异质性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坐落于城市中心区域的高校往往容易形

成商业与高校的双重市场叠加效应，以及星级酒店与经济型酒店在核心目标客源市场定位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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